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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全例外条款是二战后各国在促进贸易自由的过程中为保护国家安全而设置的一种国际义务的逃脱机

制，平衡了贸易自由促进与国家安全保护之间的矛盾。然而由于其条款设置的自决范围不明、援引会员

国措施的必要性要求难以确定、基本安全利益的定义过于宽泛以及条款定义模糊，在实践中存在会员国

滥用该条款逃避条约义务的情况，且争端解决机构难以对其进行审查。为真正发挥安全例外条款的作用，

应当对该条款的适用进行严格限制，将其中“基本安全利益”的含义限定为“主权独立与政权稳定”，

对会员国适用该条款的行为设置一般性限制，赋予争端解决机构审查该条款适用情况的权限，并要求其

适用行为受到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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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urity exception clause is an escap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set up by coun-
trie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rade freedom after World War II. It 
balanc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romotion of trade freedom and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However, due to the unclear scope of self-determination set by its provisions, the diffi-
culty in determining the necessity of invoking measures by Member States, the overly broad defi-
nition of fundamental security interests, and the ambiguity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pro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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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instances in practice where Member States abuse the provisions to evade treaty obliga-
tions,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dispute resolution bodies to review them. In order to truly play the role 
of the security exception claus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clause should be strictly restricted, and the 
meaning of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 should be limited to “sovereign independence and politi-
cal stability”, which is applicable to member states. The behavior of this clause sets general re-
strictions, gives the dispute settlement agency the authority to review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clause, and requires its applicable behavior to be restricted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
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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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4 月 20 日，美国商务部依据其 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的授权，对进口钢铁产品是

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进行调查，并随之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采取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引发中美

贸易摩擦。在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争端解决程序后，美国援引《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
第 21 条进行抗辩，由此引发国内外对 WTO“安全例外条款”(Security Exceptions)的广泛讨论。 

WTO 的安全例外条款，是指允许各会员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采取必要的行动并免除贸易协定规

定的义务的特殊制度安排。WTO 的安全例外条款不仅规定于 GATT第 21 条，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第 14 条、《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 73 条、《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第 3 条、《技术

贸易壁垒协定》(TBT)第 2 条以及《政府采购协定》(GPA)第 23 条中均有规定。 
在世界贸易历史上存在很多援引过安全例外条款进行抗辩的案例，但安全例外条款的规定长期处于

不明确状态，使得其适用性大大受限，甚至沦为有心国家逃避国际义务的手段。本文旨在通过对安全例

外条款设立的研究，分析其适用上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以期为安全例外条款规定的完善与

适用性的提高贡献绵薄之力。 

2. 安全例外条款的设定 

1944 年 7 月 1 日，44 个国家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筹备国际贸易组织(ITO)以恢复国家经济、促进世界贸易。在此背景

下，1946 年 2 月召开的国际贸易与就业会议决定成立 ITO 筹备委员会，负责起草 ITO 的宪章。在二战的

影响下，各国都将国家安全置于突出地位。美国在 1946 年提交的 ITO 草案第三十七条中，提出贸易应当

为非商业目的的国家安全提供一定的自由度的例外情形。1947 年，ITO 日内瓦筹备委员会通过了该草案，

并将安全例外条款从一般例外条款中移出，成为独立的条款。11948 年 3 月，该草案被命名为《哈瓦那宪

章》，安全例外条款以独立条款的形式规定在第九十九条中。此后，虽然由于美国国会并未批准 ITO 宪

Open Access

 

 

1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Employment. An Informal Summary of the ITO Charter. U.N.DOC.E/CONF.2 /INF.8. [R], 21 
November 1947-24 March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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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而导致 ITO 并未成立，但 GATT 将其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和一般例外条款保留，分别规定在第二十一条

和第二十条中，成为现存唯一的“通过互利互惠的协议，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

贸易中的歧视待遇措施”2为目的的多边贸易组织。 
由于安全例外条件规定的模糊性，国际社会不乏认为此等宽泛规定将会导致国家滥用权利的担忧。

早在筹备 ITO 的国际贸易与就业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就有代表提出应当用明确的措辞阐明“这种国际关

系中的紧急情况和会员国基本利益的例外情况”，以阐释其预期表明的内涵。3筹备组主席认为，组织的

会员国解释这些条款的原则是防止其滥用的唯一保障。出于此等考虑，筹备委员会对援引安全例外条款

的情形进行列举，将其适用限制在涉及核武器、发生战争或国际紧急情况等情形中。然而在过去近八十

年中，安全例外条款几乎没有得到正式的援引，即使被援引，也几乎未能产生相关具有约束力的判决或

裁定，以及具有权威性的理论。4 

3. 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困境 

3.1. 条款的自决性 

安全例外条款第 1 款、第 2 款中都存在“其认为”的表述，表明着安全例外条款本身赋予了会员国

一定程度上自我决定的自由。在 GATT 和 WTO 历史上，存在着不少会员国援引 GATT 第 21 条以维护国

家安全为由免除其承担的国际贸易减让等义务的纠纷。在争端被提交至争端解决机构后，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管辖权问题，即争端解决机构是否有权对安全例外条款进行审查，对此存在不同的观点。 
1) 完全的自决范围 
安全例外条款自产生之初便被认为是“一张不可审查的王牌”[1]。在“美国对尼加拉瓜贸易禁运案”

中，美国认为安全例外条款是一个“自我决定的条款”5。该条款将判断会员国采取的何种措施是为保护

其基本安全利益的权利赋予会员国，因此专家组不能对美国援引GATT第21条的有效性和动机进行裁决。

美国以此作为成立专家组的条件，因此该案专家组在最终报告中回避了管辖权的问题。英国代表沙克勒

在“美国对捷克斯洛伐克贸易限制案”中提出，每个国家都必须在事关其自身安全的问题上享有最后的

手段。一方面，会员国应当注意不应采取任何可能会损害 GATT 稳定性的措施。另一方面，安全例外问

题的性质决定了其应当通过当事国协商来解决，而不应通过会员国达成一致决议的方式。6 
2) 部分的自决范围 
与英美观点不同的是，更多国家认为应当对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进行一定限制，赋予援引方部分的

自决范围。在“俄罗斯转运案”中，专家组提出 WTO 争端解决机构拥有一项固有管辖权，这种管辖权

来源于其审判职能，即有权对“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的所有实质性事项”进行审判。7土耳其认为，若专家

组对涉及安全例外条款的案件不行使管辖权，就会剥夺申请方获得裁决的权利，并且违反了 DSU 第 3.3
条关于会员国权利与义务平衡的规定。8在关于会员国自决范围的讨论中，加拿大、中国、新加坡等国代

表认为，GATT 第 21 条规定了“主观”标准，其中刻意拟订的“其认为必要”一词表明该条赋予了会员

国“以最大程度的主观性”确定其基本安全利益的含义、采取的行动以及行动的必要性，因此专家组必

 

 

2Preamble of the GATT 1947. 
3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uncil, Second Sess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Em-
ployment E/PC/T/A/SR/33 [R], 24 July 1947: 3. 
4Second Sess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Employment. E/PC/T/A/SR/33 [R], 24 July 
1947: 3. 
5United States-Trade Measures Affecting Nicaragua. Report by the Panel. L/6053 [R], 13 October 1986: paras.4.1; 1.4; 5.16-5.17. 
6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Czechoslovakia. Summary Record of The Twenty-Second Meeting. CP.3/SR22 - II/28 [R]. 8 June 1949: 3. 
7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512/R [R]. 5 April 2019: para.7.53 
8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supra note 8, para.7.37. 
9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supra note 8, paras.7.40. 7.4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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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给予援引会员国“最高尊重”，会员国只需要遵守最低标准的善意原则即可。9 
巴西和日本代表提出，GATT 第 21 条只赋予了会员国自行判断措施“必要性”的权利，但是会员

国援引安全例外条款的动机、是否存在“战争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以及采取的措施与会员

国援引动机之间是否存在“合理联系”等应当由专家组进行审查，以确保会员国在援引安全例外条款

时不是无限制的，而是必须“谨慎行事”。专家组在对 GATT 谈判历史进行回顾后，提出会员国对判

断其基本安全利益和采取措施的必要性拥有“一定自由度”，但其援引应当限于 b 款所列的三种具体

情形。10 
澳大利亚、欧盟以及摩尔多瓦的代表认为“其认为”一词仅限于“必要性”，专家组有权对援引会

员国是否满足 b 款所列的客观事实情况、所涉利益是否可以被视为基本安全利益、会员国采取的行为与

其基本安全利益之间是否存在“足够的联系”、是否会对第三方利益造成不当影响以及会员国援引安全

例外条款是否符合善意原则的要求进行审查并要求会员国做出相应的解释。11 

3.2. 措施的必要性 

在“俄罗斯转运案”中，由于专家组明确表示其对安全例外条款具有审查权限，关于援引国措施的

问题因此在该案中得到讨论。尽管各国代表对于安全例外条款的自决性范围即“其认为”一词所修饰的

范围存在不同见解，但绝大部分对援引会员国有权自主判断其措施的必要性这一观点表示支持。摩尔多

瓦代表提出，专家组应当对措施的必要性进行“权衡”，该措施应当考虑基本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并对达

成该措施的目标做出重大贡献。12 
在“泰国香烟案”中，专家组提出只有在没有与 GATT 的约定相一致或与之相抵触的替代措施较

少的情况下，才能认为泰国施加的进口限制措施符合 GATT 第 20 条的必要性要求。13“中国出版物案”

的上诉机构指出，如果存在限制程度更小的替代措施，该措施就不是“所必要”的。14“韩国牛肉案”

和“欧共体关税案”的专家组认为，“必要”一词一方面指的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指的是“做

出贡献的”。15“韩国牛肉案”的专家组更是提出，在判断一项措施是否具备“必要性”时，应当经过

一系列衡量，主要因素包括：实施合规措施对推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贡献；受该法律法规保护的共同利

益或价值的重要性；该法律法规对进出口的伴随影响。16 比要求会员国实施的措施应“做出贡献的”

更进一步的是，“巴西翻新轮胎案”的专家组认为，当会员国实施的一项措施对国际贸易产生的限制

性影响与实施进口禁令一样严重时，专家组将很难确定该措施的必要性，因此该措施对实现措施目标

做出“实质性贡献”。17 

3.3. 基本安全利益的存在 

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对捷克斯洛伐克贸易限制案”中美国认为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疑似运输军

 

 

10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supra note 8, paras.7.37. 7.45. 
11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supra note 8, para.7.98. 
12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supra note 8, paras.7.36. 7.43. 7.47. 
13Thailand-Restrictions on Importation of Internal Taxes on Cigarettes. Report of the Panel. DS10/R-37S/200 [R]. 7 November 1990: pa-
ra.75. 
14China-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rtain 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WT/DS363/AB/R [R]. 21 December 2009: para.245. 
15European Communities-Conditions for the Granting of Tariff Preferenc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246/R [R]. 
1 December 2003: para.7.211; Korea-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Fresh, Chilled and Frozen Beef.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WT/ 
DS161/AB/R [R]. 11 December 2000: para.161. 
16Korea-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Fresh, Chilled and Frozen Beef.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WT/DS161/AB/R [R]. 11 December 
2000: para.164. 
17Brazil-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Retreaded Tires.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WT/DS332/AB/R [R]. 3 December 2007: para.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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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器的行为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在“加纳对葡萄牙贸易限制案”中，加纳政府认为安哥拉局势对

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定局面构成持续性威胁，进而影响到加纳的基本安全利益。18 在“瑞典鞋案”中，

瑞典以其鞋靴产业的国内生产能力持续下降，构成瑞典经济防御应急计划的一项重大威胁为由，对其鞋

靴产业采取进口配额措施以防止鞋靴行业国内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恶化从而维护其“基本安全利益”。19

“欧共体对南斯拉夫贸易限制案”，欧共体认为南斯拉夫国内局势将导致欧洲在该地区政治的不稳定性，

并持续扩大造成其他地区政治不稳定的后果，故决定对南斯拉夫采取中止其贸易优惠等措施以维护欧共

体的“基本安全利益”。20 在“尼加拉瓜关于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进口措施案”中，尼加拉瓜认为洪都

拉斯与哥伦比亚签订的《拉米雷斯-洛佩兹条约》严重影响其主权和政治独立，故对洪都拉斯与哥伦比亚

采取进口限制措施以维护自身“基本安全利益”。21 在“俄罗斯转运案”中，作为案件第三方的土耳其

指出“基本安全利益”的“基本”一词旨在为“安全利益”划定界限，防止成员方通过将商业措施隐藏

在“安全例外条款”背后从而滥用权利。22 
国际投资领域的“阿根廷系列案”也对基本安全利益的存在进行过探讨。在 1999 年至 2002 年期间，

阿根廷国内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该危机伴随着爆炸性的预算赤字、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上升并导

致灾难性政治事件和机构崩溃。阿根廷政府为应对危机采取了诸如削减预算、外债重新谈判、货币持续

贬值等措施，但这些紧急措施使得阿根廷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关键承诺上食言，损害了外国投资者的

利益。从 2001 年起，投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外国投资者纷纷根据其母国与阿根廷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

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出仲裁申请，形成“CMS 诉阿根廷案”、“Sempra 诉阿根廷案”、“Enron
诉阿根廷案”、“LG&E 诉阿根廷案”以及“Continental Casualty 诉阿根廷案”等案。在上述案件中，阿

根廷均进行了积极的抗辩，其中之一的抗辩理由便是阿根廷政府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例外条款。该

系列案件中的仲裁庭没有直接对“基本安全利益”做出解释，但一致认为原则上不能将“重大经济危机”

排除在“安全例外条款”之外。23“CMS 诉阿根廷案”和“Enron 诉阿根廷案”的仲裁庭认为该经济危

机的严重程度并未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崩溃 24，并不能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与独立 25，不构成对阿根廷

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损害。与此相对的，“LG&E 诉阿根廷案”和“Continental Casualty 诉阿根廷案”的

仲裁庭认为该经济危机使得阿根廷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部门危机达到顶点，已经构成最高程度的公共秩

序混乱，使阿根廷国家和政府面临彻底崩溃，威胁其基本安全利益。26 
不仅实践中对基本安全利益有着纷繁复杂的认定，在理论界也不乏学者提出关于基本安全利益含义

的新主张。有学者认为，在安全例外条款诞生之初，基本安全利益主要是指军事安全。但在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其含义逐渐扩展，将通信、环境、金融、粮食等非军事因素也纳入

考虑因素[2]。英国学者布赞认为，国家安全涵盖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与环境安

全[3]。俄罗斯学者沙瓦耶夫认为，国家安全的范围应当融入经济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技术安全

 

 

18Summary Record of the Twelfth Session. SR. 19/12 [R]. 21 December 1961:196. 
19Sweden-Import Restrictions on Certain Footwear. L/ 4250 [R]. 17 November 1975:para.4. 
20Trade Measures Taken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gainst the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Communication from the Eu-
ropean Communities. L/ 6948 [R]. 2 December 1991:1. 
21Nicaragua-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from Honduras and Colombia. Statements by Nicaragua. Statements by Nicaragua. WT/DSB/ 
COM/5/Rev.1 [R]. 7 April 2000:5. 
22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512/R/Add.1 [R]. 5 April 2019:para.7. 
23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Award [R]. 12 May 2005: para.359;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 Argentine 
Republic. Award [R]. 28 September 2007: para.363; Enron Corporation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 Award [R]. 22 May 
2007: para.321; Continental Casualty v. Argentine Republic. Award [R]. 5 September 2008. para.181. 
24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Award. No. ARB/01/8 [R]. 12 May 2005: para.355. 
25Enron Corporation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 Award. No ARB/01/3 [R]. 22 May 2007. para.306. 
26LG&E Energy Corp., L&E Capital Corp., LG&E International Inc v. Argentine Republic. Decision on Liability. No. ARB/02/1 [R]. 3 Oc-
tober 2006: para.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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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内容[4]。基本安全利益的含义是安全例外条款的核心要素，实践中各国对其基本安全利益的含

义也多有主张，但 WTO 未对其含义做出说明或是形成有效且足够的先例以供参考，为安全例外条款的

滥用埋下隐患。 

3.4. 定义的模糊性 

GATT 第 21 条规定了五类安全例外的情形：1) 保密资料；2) 核裂变材料；3) 军用物资及贸易；

4) 战争或国际关系的紧急情况；5) 联合国宪章义务。“俄罗斯转运案”专家组提出，会员国援引安全

例外条款应当限于 b 款所列的三种具体情形。27然而在这五类情形中，只有最后一项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可以依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运用客观标准进行认定。在其余四类情形下，虽然援引会员国可以运

用主观标准进行判断，但其仍基于善意原则的要求而具有说明义务。会员国援引安全例外条款时其事

实情况与该四类情形越不相似，即越远离安全例外条款的合法援引情形，此时会员国需承担更具体的

说明义务。28然而在其定义具有模糊性的情况下，不论是专家组对其事实情形进行审查，还是会员国进

行说明，都存在巨大困难。 

4. 安全例外条款的改革建议 

4.1. 确立审查权限 

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未能确立争端解决机构在该条款上的审查权限。即使 WTO
不能通过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决议对安全例外条款的含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先行确立争端解决机构

对条款的审查权限可以使得机构在审查与适用条款的过程，通过做出有效的争端解决机构决议来逐步明

晰该条款的含义及适用限制，从而填补该条款现下因其适用困境而对 WTO 法律体系造成的漏洞。 
DSU 第 1.1 条规定，该谅解的规则和程序应适用于按照该谅解附录 1 所列各项协定的磋商和争端解

决规定所提出的争端，DSU 确立的争端解决机构的审查权限也可以适用于按照 GATT 提起的争端。DSU
附录 2 规定了适用协定所含的特殊或附加规则与程序，但其中并不包括 GATT 第 21 条，因此争端解决机

构对该条款的适用不应当特殊对待。在“俄罗斯转运案”中，中国和新加坡的代表也认为，根据 DSU 第

7.1 条和第 7.2 条规定专家组有权对争端方援引的协定规定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因此专家组有权根据其

标准职权范围以及该规定审查俄罗斯对 GATT 第 21 条的援引。29 

4.2. 限缩基本安全利益范围 

通常观点认为，WTO 会员国对于判断 GATT 第 21 条中的“基本安全利益”有极高的解释空间[5]。
在 GATT/WTO 体制下实际发生的涉及“安全例外条款”的案件中，会员国对基本安全利益的认定往往

具有很大的表面差异性，但是究其根本可以将其归为两类，即“主权独立与政权稳定”与“经济利益”。

关于“主权独立与政权稳定”是否构成“基本安全利益”，美国、欧盟、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国家在上述

案件中对“主权独立与政权稳定”构成成员方的“基本安全利益”持支持态度。“俄罗斯转运案”专家

组指出，基本安全利益应当是“与国家的典型职能有关的利益，即保护其领土和人民免受外部威胁，并

在内部维护法律和公共秩序”。30 
对于“基本安全利益”能否涵盖“经济利益”这一问题，在阿根廷系列案件中，虽然仲裁庭一致认

 

 

27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supra note 8, para.7.47. 
28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supra note 8, para.7.98. 
29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supra note 8, para.7.135. 
30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supra note 8, paras.7.41.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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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应当将“严重经济危机”排除在安全例外条款之外，但仲裁庭做出的仲裁结果却并不一致。仲裁庭

在判断阿根廷国内的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一系列其他危机是否构成对阿根廷基本安全利益的威胁时，其

判断标准是这些危机能否足以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与独立，可以看出该系列案件仲裁庭本质上仍然将“基

本安全利益”认定为“主权独立与政权稳定”。而实践中将经济利益认定为本国的基本安全利益并援引

安全例外条款进行抗辩的“瑞典鞋靴案”被视为滥用“安全例外条款”的典型案例，瑞典政府所采取的

进口配额措施也在国际社会成员的普遍谴责下取消。因此，可以认为通常实践还是将“主权独立与政权

稳定”作为“基本安全利益”的唯一解读。 

4.3. 设置一般性适用限制 

WTO 争端解决机构对会员国之间争端的处理，往往是进行事后审查，且在个案审理中，会根据案件

的具体情况对其做出不同的审查与说明，以保证实践的灵活性与高效性。但由于安全例外条款允许会员

国在为维护其基本安全利益的情形下免除其所承担的贸易协定义务并自行采取必要措施，势必会对第三

方权利造成影响。为平衡会员国基本安全利益的保护与第三方合法权益的保障之间的矛盾，应在例外条

款的起草中应尽可能地限制例外从而防止各会员国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采取例外措施来保护其产业，或

是在安全的幌子下采取具有商业目的的措施。31 
TBT 第 2.5 款明确规定，会员国在采取可能会对其他会员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贸易限制措施时，如其

他会员国请求，应当对措施合理性进行说明。“俄罗斯转运案”专家组认为，援引安全例外条款的会员

国应当对其事实情况符合安全例外条款的合法援引情形进行说明。32GATT 缔约方也曾约定，除第 21 条

第 1 款的情形，援引会员国应当将其根据 GATT 第 21 条所采取的贸易措施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告知其他会

员国。33以上实践证明了设置安全例外条款一般性适用限制的可行性，并为其设置提供了一定思路：WTO
会员国依据安全例外条款，出于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的需要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应当及时将其措施告

知有可能受到影响的第三方；在因此引发争端进入争端解决程序后，援引会员国应当对其措施的合理性

进行说明。 

4.4. 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 

美国学者迈克尔·哈恩认为，会员国在援引 GATT 第 21 条时，应当遵守善意原则以及合乎比例的要

求[6]。《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6 条规定，条约缔约国必须善意履行条约义务。摩尔多瓦代表在“俄罗

斯转运案”中提出，会员国应当向专家组证明，其援引安全例外条款的行为善意的，而非有意的为保护

主义的目的服务。善意原则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在权利与义务平衡性的要求下，为了预防会员国滥用

安全例外条款，应当用国际法基本原则来弥补相关“制度缺失”，要求援引会员国的行为符合最低义务

要求。 

5. 结语 

当今世界经济深刻调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遭受严重冲击，部分国家公然违

反贸易自由原则，以维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倒行逆施，冲击多边主义与开放合作

的贸易格局。WTO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组织，应在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保护与贸易自由的深化促

进中起到积极的调和与平衡作用，安全例外条款就是其重要手段之一。目前，安全例外条款尚且存在条

 

 

31Analytical Index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o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MGT.10/53 [R]. 
February 1953: para. 67. 
32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supra note 8, para.7. 130. 
33Analytical Index of the GATT. Article XXI Security Exceptions [R]. 1982: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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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自决范围不明、措施的必要性难以认定、基本安全利益范围过于宽泛以及条款定义存在模糊性等问题，

其设置目的并未实现。安全例外条款是一把双刃剑，若不对其适用进行严格限制，就会为会员国打开权

利滥用的缺口，所谓的保护手段最后将会沦为强权政治国家破坏全球化的工具。只有对其适用进行严格

限制，将基本安全利益的范围限定在“主权独立与政权稳定”，设置一般性适用限制即会员国的通知与

说明义务，将其至于争端解决机构的审查之下并受到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限制，才能保证“安全例外条款”

得到善意的适用，真正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过程中为国家安全给予充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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